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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电影带来的现实反思：敬畏生命、敬畏自然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席卷全球，每个人的生活因此改变。这样的情景，仿佛传染病电影中的灾难重现，而电影

中病毒肆虐下的众生万象，也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反思。

近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现身“人文清华云讲坛”，以网络直播形式，带领观众回顾十部传染病灾难电影，

分析传染病灾难电影中的预见与反思以及传染病对现实生活的改变，并发出警示：“灾难面前，人类不是上帝，必须敬畏生命，敬畏自然”。

谈及中国灾难电影发展，尹鸿预测，疫情也许会推动国产灾难片出现新突破。对于华语电影的未来，尹鸿态度乐观：“只要我们关注现实，更深刻

地表现人性，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中国电影仍然会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从《2012》、《后天》到《我是传奇》、《传染

病》、《釜山行》，灾难电影长期在大银幕上扮演

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不仅成为了重要的类型

电影，也成为了观众热衷观看的电影类型

之一。

灾难电影分为自然、战争、太空、后人类、科

技以及传染病共六大类型。无论哪种类型，这

些电影普遍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不可抗拒的巨

大的破坏力量、巨大的破坏性导致巨大的伤害、

表现出人类为战胜灾难而付出的牺牲和努力。

许多观众不禁要问，为什么灾难给人类带

来了这么大的损失，大家还是热衷于此呢？尹

鸿分析，原因在于人们看灾难片，恰恰是想超

越对灾难的恐惧。

如卢梭所言，“人生来自由，但无往不在枷

锁之中”，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在每

个前进的步伐中、在每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当

中都会面临许多磨难。在尹鸿看来，人无论是

在面对大自然还是人类自己时，都有许许多多

无法战胜的困境，不管这困境是来自自然界还

是社会、军事、战争，人类的伟大之处，就是不

管面临什么困难，都有一种精神去面对它。电

影给人们提供了面对灾难时，人类如何应对挑

战、如何战胜挑战，最后证明人类伟大的机会。

不久前，《釜山行 2：半岛》首曝预告，宣布

将于今年 8 月 12 日在韩国上映，引发影迷期

待。4年前，《釜山行》在韩国上映时，这部传染

病题材的灾难片曾以超过 1156万人次成为当

年韩国票房冠军影片。

《釜山行》讲述了开往釜山的列车上，溜进

了一名携带病毒的少女，她咬了乘务员，拉开

了传染的大幕，越来越多的乘客变成了丧尸。

为了逃命，人们向更后面的车厢跑去……

影片的故事与视觉特效的配合激起了观众

心底的恐惧，然而，在评论者看来，《釜山行》的成

功并不止于故事和视效营造出的极度恐慌感，

更在于影片揭示出了“比丧尸更可怕的是人性，

比人性更可怕的是人心”的人性阴暗面。

不仅《釜山行》，《传染病》暴露出的人性弱

点、《末日病毒》中阐释的人性黑暗与光明、《生

化危机》里勇敢的女性、《我是传奇》中幸存者

的孤独感、《流感》中人定胜天的决心……对人

性的讨论似乎是传染病电影永远的核心。

尹鸿分析说，疾病和死亡是任何人都无法

摆脱的宿命，传染病电影会通过这一题材，把

人性放在聚光灯下放大以后呈现出来，其中有

善恶、勇敢、懦弱、自私、牺牲等，这些影片，既

表现了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更表现出在传染

病的伤害面前人类的尊严和人类的伟大，而这

也是传染病电影为什么能够作为社会关注的

重要题材频繁出现的原因。

传染病来自哪里？几乎是传染病电影都

会探讨的共同话题。

电影中，大多是根据一些科学发现以及对

人类生活的认知，再加上一些想象去表述传染

病的来源。

有的影片中，传染病来自于人类对大自然

的破坏。如美国电影《传染病》里，一辆伐木车

推倒了树林，蝙蝠失去了栖息之所，进入人类

生活圈，蝙蝠通过香蕉把病毒传染给了猪，猪

又将病毒传染给了人类，这一传播链条与17年

前 SARS 的传播链有着惊人的相似；有的电影

则将传染病的源头锁定在国家间、企业间利益

的需要所制造的生物细菌，细菌泄露导致病毒

在人群间扩散传播，如韩国电影《釜山行》，造

成全车人变成丧尸的病毒，就是源于生物病毒

的外泄；此外，还有一些影片中，传染病的源头

是外太空，如美国电影《致命拜访》。

尹鸿认为，无论电影中的传染病来自何

处，电影在表现病毒源头时，大多都会思考一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病毒来源与人之间的

关联。尹鸿说，大多传染病电影表现的病毒

源头都与人的贪欲、争斗有关，电影在一定程

度上进行了反思，“无论传染病是来自外太

空、自然与生态、战争科技，还是来自生物科

技，都跟人的贪欲、争斗有关系。所以在这些

电影中，在传染病来源的表述上都一定程度

地对人类的发展进行了反思。”

影厅里，在病毒带来的不可逆转的灾难

和伤害面前，人们变得渺小无助，恐惧感在影

厅里蔓延，观众往往屏住呼吸，仿佛已被卷入

危机当中……

银幕上运用大量篇幅表现传染病带给人

类的灾难，是传染病电影的另一共性。尹鸿

认为，不同于其他灾难电影，传染病电影中的

灾难往往具有三个特点：巨大性、公共性和全

球性。

其中，传染病全球性的灾难特点，在当下

新冠疫情的传播中，与电影中的情节如出一

辙。电影《传染病》里的病毒，能够穿越国界，

以“无孔不入”的蔓延态势，进入亚洲、美洲、

欧洲，而现实中，新冠病毒已波及200多个国

家。尽管人类采取了隔离、封闭等措施，但无

论在电影还是现实中，人们还是无法阻挡病

毒的全球传播。

病毒的蔓延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

难。传染病电影中表现的巨大灾难，有时是

一个城市的荒芜，有时是全球的恐慌。“在这

些电影中，人会变成僵尸，人与人之间相互伤

害等等，这种巨大性在电影的视觉上给我们

带来巨大震撼。”尹鸿说。

《我是传奇》里的纽约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忙碌，华尔街、第五大道、百老汇、中央车站等

地标性建筑满目荒凉、杂草丛生。整个城市

被传染病夺去了正常的生活，白天的纽约几

乎是个死城，夜晚感染病毒变成丧尸的人们

出来觅食，靠喝血生存。传染病带来的巨大

灾难展现在观众面前。

更令人恐惧的是，“在传染病面前，没有

等级之分，”尹鸿说，“人人都可能会受到伤

害。”

现实中，无论是著名演员还是著名球星，

无论是首相还是家产数亿的商人，他们的身

份都不能成为阻挡传染病的保护伞，谁都有

可能成为下一个新冠肺炎的感染者。电影

中，这一幕也在以相似的方式上演着。

《卡桑德拉大桥》中，感染细菌的恐怖分

子跳上了一列火车，火车上承载着各个不同

社会等级的人群，成为了一个公共空间的象

征。列车上所有人的命运，因为这个病毒携

带者的闯入，发生了巨大改变，每一个人都可

能被病毒感染。观众由此看到了传染病对公

共空间带来的伤害。

此外，尹鸿认为，电影在表现传染病的时

候还会不约而同产生一种社会寓言，如影片

都重视传染病的腐蚀性。

在《我是传奇》中，被感染的人们必须要

在晚上出来寻找新的生命，他们用活人的鲜

血去维持自己丧尸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

有社会隐喻的功能，病毒和人性的恶一样会

蔓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其实在一定程

度上它也是贪欲的象征。”尹鸿说，“所以，我

们会在传染病这种病理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

找到一种象征性的结合，这也是这些电影为

什么在表现人得了传染病之后不是让他们默

默死去，而是让他们产生巨大的对他人的伤

害。”

尹鸿表示，这种社会隐喻也存在于我们

的现实生活中，如在传染病的影响面前，人与

人之间有时候可能就会相互攻击、相互不

信任。

“电影用隐喻的方式批判传染病带给人

性的变异，这种腐蚀性实际上不仅腐蚀人的

身体，而且腐蚀人性。所以在这种时候每个

人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会反省，在传染病面前、

在灾难面前我们的人性会不会受到伤害、会

不会变异，我们是变更善了还是更恶了。”尹

鸿说。

除了灾难，观众更希望在传染病电影中，看

到人类对抗困境的戏码。人类如何面对灾难，

也是传染病电影侧重表现的又一焦点内容。

尹鸿表示，传染病电影一般会出现两种人，

一是预警人，一是牺牲者，牺牲者中又包括早死

的自私者和挺身而出的殉道者。

这几种人几乎是每一部传染病电影中必备

的角色设定，而每一种人都与现实生活有着一

定的关联性。

所谓预警人，就是最早发现传染病对人们

带来伤害的人。电影中，预警人有时是孩子，如

《卡桑德拉大桥》里，最早发现异样的是小孩；有

时是记者，比如在《传染病》里，就是一位记者发

现的；更多时候，扮演预警人角色的是医生、科

学家，他们用专业知识最早发现了问题。

尹鸿发现，在电影中，这些预警人普遍面临

着相同的问题，“由于社会巨大的惯性，因为各

种各样的利益诉求，人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

信又或者不敢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于是导致灾

难泛滥。”

除了社会惯性，还有利益机构出于政治目

的或商业利益对真相进行掩盖隐瞒，阻挠真相

的公布。“但是越是在这种时候，人们越会发现，

真实才是真正能够让人类得以自救的方法和途

径。”尹鸿说。

如《卡桑德拉大桥》，影片拍摄于冷战时期

的 1976年，由英国、意大利、西德三个北约国家

联合摄制，在这个虚构的故事中，日内瓦世界卫

生组织所发明的病毒，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

为了维护军方利益，不让病毒暴露，国际警局宁

愿让这一列车的人在卡桑德拉大桥全部坠毁，

以消除事情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艺术作品有时候会站在更个性、更人道的

立场去反思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艺术跟政治、

商业最大的区别是，它关心每个生命的价值。”

尹鸿说，“我们从政治立场、商业立场和艺术立

场看待传染病问题，恰恰是这个社会多样性的

体现，让我们更好地去平衡个体跟整体、局部跟

大局之间的关系。”

新冠疫情下，许多挺身而出的平民英雄

让我们感动。在电影中，这种英雄殉道者，

同样也是人类应对传染病挑战的重要动力。

在尹鸿看来，传染病电影大多是把殉道者

放在个人境遇和选择中去表现，“他们不是生

来就想当英雄，很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亲人、伴侣，选择了挺身而出。”

如《传染病》中的女医生，由于时间紧迫，她

冒着巨大风险在自己身上进行疫苗的人体实

验。片中，她被塑造为英雄人物，同时电影也给

了她一个非常个人的目的——他的父亲也被病

毒感染了。因此，她不仅是在救人类，也是在救

父亲，这让她的英雄行为变得个体化，变得同个

人的经历和个人的选择有关。

《我是传奇》中，同样塑造了一个在关键时

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威尔·史密斯饰演的上

校。电影中，他的妻子、女儿在灾难中死亡，因

此他有非常强的要帮助更多人得到拯救的个人

动力。

《卡桑德拉大桥》的医生张伯伦也是在关键

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拯救了列车上所有的

人。原因是他的爱人在列车上，最早发现异样

情况的孩子也在车上。

对于传染病电影中的英雄形象，尹鸿评价

说，“他们感兴趣的是做一个普通的人，但这个

人能够用人的尊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所以

这些电影也是关于英雄的电影。”

除了英雄，传染病电影对另一类型的牺牲

者——自私者的表现同样具有反思意义。那

些自私自利，只顾及个人安全，不顾别人安危

的人，在电影中往往都会成为最早的死者。究

其原因，尹鸿说，虽然这些人未必是作恶的人，

但是在伦理选择上，当人类面临灾难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往往会被艺术选择优先

消除。

此外，传染病电影中还会出现一些伦理上

生命优先的价值体系，如女性和孩子拥有生命

的优先权，观众在看影片时，也倾向于相信，电

影中的孩子不会死，因为他们是人类社会未来

的希望。

（下转第5版）

◎观众喜欢灾难片

◎在聚光灯下，把人性“放大”

◎反思人类的贪欲与争斗

◎病毒和人性的恶一样，会蔓延

◎“平民英雄”挺身而出

《传染病》 《极度恐慌》 《卡桑德拉大桥》


